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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三重逻辑:
基于全球治理转型的视域
○乔玉强
摘 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全球治理转型时
期中国向国际社会贡献的一剂应对传统全球治理困境的良方。准确把握全球治理转型时期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是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的逻辑理路和实践图景。在全球治
理转型和“逆全球化”“去全球化”思潮盛行的国际背景下，三者共同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法论逻辑，
为变革全球治理体制提供了科学的治理理念和不竭的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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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与视角:全球治理转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国际社会的政治格局大体由三种基本形式构成，即世界帝国体
系、封建体系和无政府的国家体系，按照小约瑟夫·奈的观点我们今天的国际体系就是领土主权
国家体系，也就是无政府的国家体系，它是 “由相对具有内聚力的国家组成，没有一个更高的
政府凌驾于这些国家之上。”① 1648 年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的终结，
领土主权国家开始作为重要的国际社会行为体成为国际舞台的主角，推动形成现代国际体系，但
这种领土主权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是一种松散自然的无政府状态，主权国家之间既缺少一个
共同主权者来维护该体系的秩序，也缺乏基于人类共同价值的共同体意识，所以领土主权国家之
间的利益和文化冲突时常会导致区域冲突和战争爆发。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理查德·福尔克
(Ｒichard A． Falk)提出跨国性问题和价值将改变以往的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新型的
跨国性力量正在瓦解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在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政治流派中，新自由主义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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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生态相互依存将使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人们
将步入无国界的世界”①，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者还列举了许多由国内问题升级为国际问题的事
例，比如大气层臭氧破坏后导致皮肤癌，温室气体过度排放导致全球变暖，艾滋病跨国传播和毒
品跨国交易产生跨国危害等，虽然当前的国际社会发展和治理环境仍然是以主权国家为主导，并
没有像新自由主义者描绘的那样超前，但是国际政治的演变趋势正在朝这一方向发展，一种新型
的全球治理思想正在传统主权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中酝酿、萌芽和诞生。
二战后形成的美苏两国主导的国际治理格局随着苏联的解体而重构，形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世界主导的霸权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但这种全球治理格局在 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受
到重创，资本逻辑运行的种种迹象证明旧的全球治理体系格局同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外化形式存
在明显的不对称性，导致已有的治理秩序紊乱，出现全球 “治理失灵”现象。西方国家为应对
全球治理危机，在国际治理中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现实主义的措施，经济上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
治上盛行民粹主义、文化上主张排外和文化冲突论、外交上倡导孤立主义。以资本为主导的阶级
局限性在治理困境面前的第一反应表现为政治哲学上的现实主义和全球治理实践中的利己排他主
义，西方国家将本国的危机和全球治理失序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怪罪于 “全球化”的深层发展，
将矛盾的焦点直指“全球化”，国际社会中 “去全球化”和 “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习近
平在 2017 年世界经济论坛的讲话中对全球化作了科学的定位分析，给西方唱衰全球化的言论者
以客观的理论回击，习近平指出:“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
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
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② 全球化作为世界从民族历
史发展成为世界历史过程的客观产物，是不可逆转的，因此解决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失范的思路
只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求合作谋发展。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为解决全球治理困境实
现全球治理转型提供了新思路，开启了全球治理的新时代。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最早酝酿于 2011 年 9 月《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书中提及 “命运
共同体”这一概念，“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
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
实现包容性发展新道路。”③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指出:
“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
国共同发展。”④ 此后，习近平多次在国内外重要场合深入阐释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从
国家之间的命运共同体，到区域之间的命运共同体，再到整个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涵盖政治、安
全、文明、生态、网络空间等人类社会发展公共性的方方面面。2017 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
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当今世界实现和平发展的中国方案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
享。”⑤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应对全球治理困境的理论，深刻批驳了国
际社会中“去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和逆流，为解决全球治理危机提出了 “中国方案”，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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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传统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 “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
益。”① 当然，在全球治理视域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应对全球治理困境的逻辑框架并不是偶
然生成，而是由共同体思想在国际政治演变的历史逻辑、人类共同价值和全球治理转型的现实逻
辑以及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基础上 “中国方案”的实践逻辑共同合力的结果，在全球治理
失序和“逆全球化”“去全球化”思潮盛行的背景下，三者共同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
理路，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科学的治理理念和不竭的发展动力。
二 历史逻辑:共同体思想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的演变理路
共同体思想在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中都能够找到各自政治哲学的理论源头，比如中国传统
文化的“天下大同”观、“和”文化等，西方社会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等。人类命
运共同体思想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过程中，全球性挑战的增多，变革全球治理体制的现实需求中
经萌芽、探索、形成和蜕变四个阶段发展而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实现了对东西方共同体思想
的扬弃和继承，在全球治理中强调 “共商” “共建” “共享”，倡导 “求同存异” “和而不同”
“和平共处”。理清共同体思想在国际政治发展的阶段性，能够准确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
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促进作用。
(一)萌芽:中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兴起时期
有学者认为维也纳会议和神圣同盟是全球治理的开端，然而在欧洲中世纪末期的国际政治演
变中已经萌生了以共同体意识解决区域争端的思想。15 到 17 世纪，欧洲各国掀起了对外扩张的
浪潮，纷纷向亚洲、美洲以及大洋洲开拓海外殖民市场。与此同时，新航路的开辟也改变了欧洲
传统商业贸易的航线，荷兰、西班牙等后发国家经济军事方面迅速崛起并超越地中海沿岸老牌封
建帝国，欧洲大陆老牌国家的商业垄断和政治霸主地位受到了挑战。此外，各新兴崛起资本主义
国家之间在海外扩张过程中也存在着结构性矛盾，比如“在 1602—1615 年的 13 年里，荷兰人竟
掳掠西、葡船只达 545 艘”②，英国的崛起更是不断挑战最先开辟海外市场的荷兰和西班牙，德
意志内部宗教矛盾冲突日益成为欧洲各国介入其中的导火索。17 世纪初，欧洲大陆新崛起的势
力和德意志自身社会发展的矛盾共同引发了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即 “三十年
战争”，该战争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署而结束。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署对近代国际政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它改变了欧洲各国政
治力量的对比，开创了通过非暴力解决国际争端的先河，同时还构建了以国家主权和平等原则为
核心内容的国际政治体系格局，而这些重要的原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要积极倡导的重要
思想。欧洲列国在战争后达成的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国际政治体系，在当时可能有失公允，
但历史地看在资本主义初期人权和国家主权得不到国际合法性保障的前提下，它所倡导的国际政
治治理原则已经包含以共同体意识推动国际治理的思想萌芽，这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无疑是
巨大的历史性进步。
(二)探索: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
19 世纪初到 20 世纪近一百年的时间，资本主义实现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发
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造成了社会整体的结构性矛盾和发展失衡，在物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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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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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世界呈现几何级增长的同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却遭到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以电力
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这一时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国家纷纷确立，人类物质世界得到了迅猛发展，“资产阶级在它不到
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
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力在突破封建生产关系束缚的同时，资产阶级必然会与封建生产关系的阶级
代表产生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力之间的竞争也会造成资本主义内部的发展矛盾，与此同时，资产
阶级在发展壮大的同时造就了一批同自身阶级利益相对立的产业后备军即无产阶级，这些矛盾的
合力使整个 19 世纪人类社会都处于革命与战争之中，资本主义推翻封建主义的革命，资本主义
国家间的战争以及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
革命与战争的残酷与血腥让国际社会有识之士达成了关于战地武装部队伤员境遇、海上武装
部队伤员境遇、战俘待遇以及战时保护平民的 《日内瓦公约》。这是继尊重国家主权和平等的国
际原则后，又一重要国际共识，充分凸显了国际社会倡导的弱势人群在战争中应受到人道主义对
待的共同体意识，这种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也正是习近平在国际社会中倡导的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要
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三)形成:国际联盟和联合国时期
国际联盟成立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国际社会第一个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政治性国际组织，
但国联在政治实践中却呈现弱政治性和弱组织性。当然，国联成立历史背景决定了它在维持一战
后世界和平、安全和制止战争中存在重大的机制漏洞。首先，一战是由帝国主义之间爆发的非正
义战争，战胜国为了维护战后的世界稳定和既得利益而倡导建立国联，国联成立初 “为促进国
际合作，保证国家和平与安全，承担不从事战争之义务”的宗旨，本质上也就沦落为维护英法
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国际治理组织;其次，国联中没有美国和苏联等大国的参与，缺乏坚定的支持
力量，甚至被成员国和非成员国肆意践踏后而缺乏约束机制。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国
际联盟作为主权国家致力于维持国际秩序的产物，凸显了国际社会需要这样一种能够应对战争、
疾病等超越无政府主权国家的国际组织，这也为联合国的诞生提供了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联合国的成立取代了国联。二战中，面对类似核武器等非常规武器巨大的战争破坏力，国际社会
的安全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联合国宪章》第一条规定了联合国的宗旨为 “维持国际和平及安
全”“发展国际间之友好关系” “促成国际合作”，并规定了为实现宗旨所需要遵循的原则为
“会员国主权平等”“会员国应一秉善意履行宪章规定的义务”“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不得
使用威胁和武力”② 等，这足以证明与早期国联相比，联合国在国际社会已不是某些国家的代言
人，而是整个国际社会维护公平、正义、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宪章第一次把维护和
平与解决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彰显了其缔造者深刻的战略考虑。”③ 经
历了国联的失败和二战洗礼后成立的联合国，坚持和平处理国际冲突，把非正义侵略战争的制裁
权归于安理会，“大国一致”原则在内部机制上起到制约和保护集体安全作用。联合国也成为二
战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重要国际机构，共同体思想开始由国际理念转化为国际政治实
践，所以联合国的成立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最初的理论外化和实践雏形。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405 页。
《联合国宪章》，http:/ /www． un． org / zh /sections /un － charter /chapter － i / index． html，2018 年 3 月 18 日。
徐蓝:《国际联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 7 期，第 2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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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蜕变:后危机时代国际政治转型期
20 世纪末期，随着苏联的解体，国际社会各方面发展整体性向前推进，具体表现为经济全
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等特征。国际社会整体发展带来的挑战使国际社会
各行为主体成为一个利益相关、交往密切并在经济、安全、生态等领域命运相连的共同体。在此
背景下，传统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众多挑战和机遇。2008 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
全球金融风暴，使全球金融系统受到严重的震荡，世界经济整体一蹶不振，但部分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增长却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中东北非等局部冲突受各种外部势力的干涉由区域矛盾升
级为国际事务，恐怖主义在此期间也愈演愈烈，联合国在应对这些繁琐复杂的安全事务面前略显
能力疲软，但中国倡导的对话协商共建共享的全球观赢得了世界的认同;各种生物病毒的跨国传
播以及各种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研发，严重威胁周边国家的生存、发展和安全。面对重重危机，
中国积极投身国际安全事务中，建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
力待命机制，建设 8000 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以及向非盟提供总额为 1 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
助。① 这些挑战和机遇也成为后危机时代国际政治转型和全球治理体系重构最重要的动力源。
“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全球治理规则体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离不开对人类各
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② 共同体思想之所以能够蜕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因为全球
性问题已经突破主权国家的范围，全球性挑战也不再是主权国家单独能够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
的解决客观上需要一种能够以全人类利益为基础的全球治理思想。经济相互依存、信息技术全球
共享，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行为，国际社会中各种自然和非自然以及传统和非传统的危机威胁都
要求一种作为“类”的共同体思想能够指导重构全球治理体系和世界秩序。
三 现实逻辑:人类共同价值与全球治理转型的现实需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人类社会发展突破地理空间限制后形成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和全球治
理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主张，它倡导建立一个开放创新、包容互惠、和而不同、兼收并蓄、公
道正义、共建共享的世界。这种全球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新主张并不是主观臆造，而是基于人类
共同价值并在传统全球治理困境中倒逼产生。它不仅能够促进国际社会整体性发展并能够以整体
性思维破解全球性问题的难题，而且能够以一种全新的全球生产关系理念直面新科技革命带来的
生产力挑战，更能以一种直面问题的逻辑和视角来应对传统与非传统的安全危机。
(一)作为全球治理转型基础的人类共同价值
2015 年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强调: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
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③ 这一表述既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也是对时
代发展特征的准确把握。人类作为一种 “类”存在的群体必然在生存和发展方面存在某些共同
价值，特别是人类历史从民族史发展成为世界史后，人类的生存依附性不断加强，利益交互性不
断深化，人类在追求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了特定的共同价值。这些共同价值既是国家交往合
作、互利共赢的基础，也是解决国际争端、应对国际问题、推动全球治理转型的价值结合点。
经过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洗礼，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2015 年习近平在联合
国发展峰会上指出:“要解决好各种全球性挑战，包括最近发生在欧洲的难民危机，根本出路在
①
②
③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5 年 9 月 29 日，第 2 版。
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人民日报》2015 年 10 月 14 日，
第 1 版。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5 年 9 月 29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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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谋求和平、实现发展。”① 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各主权国家能够稳定发展的前提，但影响世界和
平的消极因素还广泛存在，区域冲突时有发生。发展问题关系人类的生存质量，可持续发展和包
容性发展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关键所在，但在资本运行逻辑操控下 “全球经济失衡仍是世界各国
所面临的重大挑战。”② 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以及任何区域都需要和平也都渴望发展，这是人类
共同价值最基本的价值诉求，同时也为全球治理转型提供稳定的环境和不竭的发展动力。公平与
正义是全球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作用于治理对象应当遵循的根本价值准则。国际社会中公平和正
义强调主权国家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和牺牲他国利益为前提，而要在世界利益的框架下谋求本民族
本国家的正当利益，要在世界历史潮流中谱写本民族本国家的历史。国际社会中任何贸易保护主
义、极端民族主义以及转嫁危机的国家行为都是不公平和非正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思想
就是要践行和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共赢。”③ 民主和自由是全球治理高效
健康运转的内在需求。从古到今民主都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价值内核，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到现代
的人民民主，民主逐渐成为打破霸权主义国家垄断国际话语的力量，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也成为
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途径，而全球治理中的自由则是指各行为体在尊重彼此发展模式的前提下选
择自身发展道路的自由。民主与自由内涵丰富，但作为人类共同价值的民主与自由只能是全球治
理中指导国际社会有序向前发展并兼顾人类整体发展的价值交集。总之，人类共同价值作为国际
社会中各行为主体之间能够交流、对话、协商、互助的价值最大公约数，是全球治理转型中摒弃
传统“零和博弈”思维和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指导，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
观基础。
(二)促进国际社会整体性发展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需求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国家构建和社会发展中的核心思想就是强调个人主义和个体本位，在世
界观和价值观塑造过程中也是强调个体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因此，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以保障主权国家个体利益为国际政治活动的目标。但西方个体本位主义价值
观和思维方式却同全球化过程中国际关系整体发展规律以及全球性问题跨国蔓延的特征相违背。
整体性思维是促进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理念，它强调认识世界的规律性和连续性，同时推进国
际社会整体性发展思维也是解决全球性问题大量兴起的根本途径。全球化发展到今天，传统主权
国家的绝对界限被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所冲淡，各种全球性的危机，如生态恶化、恐怖主
义、气候问题以及疾病传播等危机既相互交织又互为因果，已经不是主权国家能够单独应对，尤
其是关系到人类未来生存的各种危机，如全球变暖问题、中东地区恐怖势力扩张、欧洲难民危机
等，更需要加强主权国家之间的共同体意识来应对。国际社会需构建一种以全人类整体利益而非
主权国家个体利益至上的治理理念来解决西方国家主导下不断爆发的全球性问题。而这种新的全
球治理理念必须摒弃西方个人主义和个体本位的文化基因，以全人类整体发展的思维逻辑为构建
的价值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既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
社会相伴相生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 “和”是根植于农耕文明而形成的，这种
文明范式的形成是底层人民 “靠天吃饭”，并且追求平均的 “世界大同”，以及人与人相处的
“和而不同”观念的集合体，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天下为公”的政治观以及 “和而不
同”的社会观三者的统一，正是这种传统文化的价值基因决定了只有中国才能够提出 “人类命
①
②
③
习近平:《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人民日报》2015 年 9 月 27 日，第 2 版。
林博:《人口结构、资本流动与全球经济失衡》，《世界经济研究》2013 年第 7 期，第 8 页。
习近平:《共创中韩合作未来 同襄亚洲振兴繁荣》，《人民日报》2014 年 7 月 5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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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共同体”这种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的人类发展思想。同时，在这种新型全球治理思想的引领
下，中国不断致力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国际维和的实践努力，2017 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
部的演讲中明确指出:“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改
变”“中国打造伙伴关系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①。联合国多次
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其决议，这足以证明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以维护世界各国
总体利益和人类未来发展的长远利益为出发点的全球治理理念深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三)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要求变革全球治理观念
部分科技界和学术界的精英认为继蒸汽革命、电力革命和计算机数字革命后，包含物理、数
字和生物几大领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来临，并且在这场革命中各种创新技术和成果的传播速
度和广度远远超过前三次工业革命。但科技给人类社会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隐藏着潜在的威胁，
并且部分国际行为体也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克劳斯·施瓦布在 《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
中提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两点重要影响，他认为在国内和国际体制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应该重
新认识科技带来的变化，目前国际社会尚未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和挑战形成统一的认识，所
以应该健全管理创新成果的制度框架②。目前主权国家的各种体制机制的接纳程度还不能够包容
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全部影响，科学技术带来益处的同时也包含着巨大的挑战，并且某些技术
的发展可能会挑战人类现存的伦理边界和身份认同。全球治理过程中需要以何种理念来迎接科技
带来的挑战，应对科技带来的危机，这是科技与人文社会互动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第四次
工业革命浪潮所带来技术升级的同时，新的隐形的挑战也突破了主权国家的治理范围逐渐国际化，
严重改变着全球治理旧的范式。目前，在应对新技术革命可能带来的伦理和技术的挑战中主要存在
以下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发展鸿沟;第二，网络公共领域和国家
主权存在的分歧;第三，主权国家关于网络空间的治理规则莫衷一是。因此，伴随着新一轮工业化
浪潮而来的网络空间治理问题迫切需求一种新的突破主权国家空间的全球治理理念能够产生。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③ 中国作为一个从网络大国向
网络强国迈进的国家，需要承当也有能力承当相应的国际责任，同时贡献中国智慧。施瓦布在
《第四次工业革命》序言中就提出中国“充分具备成为时代先锋和全球领头羊的条件”。中国创
新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中国已逐渐进入全球化生产过程中的高附加值领域，并正在运用其举足
轻重的规模经济优势更好地参与全球竞争④。目前，中国已经连续举办了四届 “世界互联网大
会”，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以及物联网等行业精英代表都来参会，其根本用意就在于同世界各国
人民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集世界人民的智慧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因此，只有以一种全
新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理念才能回答施瓦布提出的问题，才能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所有成
果而不被科技所异化。
(四)全球安全治理变化要求重塑全球安全治理体制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整体呈现和平与发展的态势，但是 “各类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
题层出不穷，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⑤ 国际社会整体呈现对抗中有对话、冲突中有合作、
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7 年 1 月 20 日，第 2 版。
［德］ 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 年，第 6 页。
习近平:《把我国从网络大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4 年第 3 期，第 11 页。
World Economic Forum: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ransforming Business，Driving Growth，August 2015，http:/ /www3． weforum． org /
docs /WEF_Collaborative_Innovation_report_2015． pdf．
王帆，凌胜利:《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2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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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中有稳定的发展态势。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只要以正确的全球安全治理理念加以引导，践行
正确义利观，世界发展的趋势才会稳健向前迈进。然而全球安全治理体制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
工程，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对象复杂化，以及治理机制多层次性等特点。这些特点要求国
际社会必须以一种新的全球安全观来变革全球安全治理体制。
全球安全治理多元主体包括主权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主体，众多的治理主体
中主权国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主权国家从事外交活动的过程中始终会把本国和本民族利益放在
首位，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中，治理主体间合作的意愿通常是由本国理性利益考量所出决定。
如果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各主体缺乏一致的合作理念，甚至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和历史遗留的分
歧，那么全球安全治理体制将始终是一种基于自然状态的松散体制。安全治理对象主要包括像国
内武装冲突、武器扩散和国际冲突等传统安全问题，同时还包括像恐怖主义、气候问题和网络安
全等非传统性安全问题，这些问题的蔓延已经突破主权国家的范围成为国际性的安全隐患，单靠
主权国家很难彻底解决类似问题，更多的是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合作，而现实的主权国家在安全领
域的合作甚少，关涉安全方面的体制机制不健全，现有的安全治理资源不足以满足全球安全的现
实需要。另外，冷战后形成的安全治理机制建立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导的安全治理机制基
础之上，本质上不具有正义性。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迫使部分主权国家在不经过西方资本原始积
累和大工业生产的前提下直接套用西方民主制度，最终使这些国家经济衰败政治动荡，政府与反
政府军连年冲突不断。发展中国家在这种安全治理体制中常常是受损害的一方，实现全球安全治
理朝公平、正义、平等发展，推动全球安全治理民主化已成为国际社会安全治理发展中不可回避的
问题。在应对全球安全问题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应对全球共同的危机为抓手，以共商共建共
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指导，以推动构建新型的国际安全治理新秩序为目标，旨在整合多元安全治理主
体之间的利益，建构新型的安全治理机制，彻底解决威胁国际安全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
四 实践逻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中国行动”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逐渐显示出治理能力内在的局限性，不
能够满足全球化深入发展而提出的全球治理需求，无法应对全球突发性问题的蔓延。2008 年全
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传统全球治理格局瓦解无疑是一剂催化剂，生产消费全球化同传统全球治理
体系中主权国家间无组织性弱组织性之间的矛盾，最终以美国的次贷危机为导火索而爆发。主权
国家忙于应对本国危机，国际社会则是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抬头，传统全球治理体系
紊乱和治理能力明显下降，国际社会更需要一种新的治理理念来变革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以应
对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世界基本矛盾国际化带来的全球治理困境。面对全球性质的问题，任何一
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全球金融风暴的摧残都无法独自主导国际秩序，“治理失灵”客观上推
动了全球治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这种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治理诉求正在召唤一种经济上合作共
赢，政治上协商对话，文化上和而不同的全球治理理念，“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二十国集团机
制的出现，都是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中通过国际机制建设应对国际危机的例证。”① 在此基础上，
新兴的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实践不断涌现，对传统的全球治理范式进行补充和替代，发达国家和
新兴发展中国家共同主导的全球治理格局正在萌芽，部分发展中国家以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者
的角色，推动着传统全球治理体制的变革。
① 曲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求是》2013 年第 4 期，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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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①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基
本遵循，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理论积淀，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方法，在全球治理转型
时期中国向国际社会贡献的 “中国方案”。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外交理
念的进步，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从全球治理的边缘向中心迈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
想的提出正是着眼于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倡导世界各国在追求本国自身利益的同时应该兼顾他
国利益，追求眼前利益的同时兼顾长远利益。十八大以来中国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积
极参与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积极倡导 “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实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交流
合作，尤其是在经济发展领域和维护国际安全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明确提出 “要完善全
球经济治理，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给予各国平等参与规则制定的权利。”②
经济发展领域。全球性经济危机后，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引擎，不仅努力发展自
身，而且积极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思路、新方案，以合作共赢促进共享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是
我国全面深化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实践。在新型全球化背
景下，推进“一带一路”是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重大战略创新，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贡
献，它摒弃了以经济和军事力量把国家划分等级的霸权思维和零和博弈发展模式，秉承 “共商、
共建、共享”理念，倡导求同存异，对沿线区域的国家历史、文化习俗、经济发展采取求同存
异的合作模式，旨在打造一个全新的、开放的、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和模式，使沿线国家实现优
势互补，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而且为应对全球治理危机提供了新视角、新思路
和新方案。作为全球金融治理模式的重大创新，亚投行的成立、丝路基金的启动和新开发银行的
成立具有重要意义和重大影响力。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完全不同，亚投行的成立过程
和运营方式都体现了开放、包容、协商的特性，他的运行将 “弥补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
金缺口，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引导全球金融治理体制变革的方向。”③ 丝路基
金是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专项资金，为促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协同发展和互联互
通提供融资支持。新开发银行是金砖国家为突破区域限制成立的多边金融机构，着眼于长期发展
融资，简化金砖国家内部的融资程序，减少对西方货币体系的依赖，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
治理上的作用。这些实际行动都是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积极应对全球治理困境解决全球治
理问题实现全球治理体系转型的国际实践。
维护国际安全方面。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既积极努力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活
力，同时又坚持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安全。2015 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发展峰
会和一般性辩论时明确指出中国将设立 “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以及 “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
基金”，并且增加中国对最不发达国家地区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投资，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
网”，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建设 8000 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未来 5 年
内，向非盟提供总额为 1 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以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
设。”④ 中国将用实际行动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全球性的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共同解决，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指导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国用成功的国际实践有力地回击了国际社会中唱衰全球化，
鼓吹“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思潮，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客观
①
②
③
④
《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人民日报》2015 年 10 月 14 日，第 1 版。
习近平:《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人民日报》2015 年 9 月 27 日，第 2 版。
陈岳，蒲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00 页。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5 年 9 月 29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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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促进了全球治理体系的转型升级。
五 余 论
综上所述，传统全球治理体系中存在严重的治理弊病，各种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严重削
弱了旧全球治理体制的治理效能，解决不断出现的全球性问题促进世界整体向前发展更需要以新
的治理理念变革传统全球治理体系，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化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必然
要求。共同体思想在国际政治的发展演变中经历了萌芽、产生、形成和蜕变四个阶段，在新时代
具体表现为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历史的视角认识共同体思想在国际政治发展中
的演变理路，能够准确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全球治理中的发展脉络和对东西方共同体思想
的扬弃;从人类共同价值和传统全球治理的困境来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现实逻辑，能够从
整体上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科技生产力带来的传统与非传统的挑战和机遇，客观要求作
为“类”存在的群体能够变革传统全球治理体系实现转型升级;从“中国行动”在推动全球经济
复苏和国际安全的成功实践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鼓吹“逆全球化”或者“去全球化”
思潮的最有力的回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由最初的萌芽思想到今天的国际实践，既是主权国家对
国际关系发展认识的飞跃，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个体”思维向整体思维的转型升级，所以
在全球治理视域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历史、现实、实践的有机统一。
The Three Logic of Understanding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With a Perspective of Global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QIAO Yu－qiang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the Com-
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s a good way for China＇s contribu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transform the traditional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global governance． We should accurately grasp the historical logic，real-
istic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of building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n the period of global governance transforma-
tion，which is the methodological basis for solving global governance problems．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global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and“anti－globalization”and“de－globalization”，the three together become the methodology
logic for constructing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providing scientific governance concepts and inexhaustible develop-
ment impetus for transforming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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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龚桂明】
